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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准自然试验，在综合测度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指数的基础上，运用

2005—2020 年 208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多期 DID 实证分析，探索智慧城市建设与市域社会治理

能力提升的关系。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提升市域的社会治理能力，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

城市的社会治理能力在平均意义上提升了102%；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信息处理机

制、技术进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来提升市域的社会治理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大、经济

发展好、对外开放水平高的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了

拓展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疏通传导渠道、注重因地制宜、强化信息安全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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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特别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这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

后，党对市域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标志着

我国市域社会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我国

社会治理体系的所有参与治理主体中，“城市”扮

演着承上启下、统筹协调的角色，它既可避免基

层治理的短板，又可提高省级和全国治理的系统

性与协同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

仅包括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

包括治理手段与方法的科学化、人性化、现代化。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驱动下，人们关注社会治理的

焦点开始从制度建设向技术运用转移，“智慧城

市”建设由此应运而生。 

“智慧城市”的概念自 2008 年以来受到全

世界的广泛关注，目前世界各国兴起了智慧城市

建设的热潮。截至 2019 年底，全球超过 250 个

智慧城市项目成功落地。在我国，目前已有 100%

的副省级城市、89%的地级城市、47%的县级城

市在其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

提出了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细则
①
。智慧城

市建设逐渐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1]。虽然实践中智慧城市

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但其是否是提高市

域社会治理能力、治疗城市病的灵丹妙药，理论

上还需继续探究。例如，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

升究竟是政府制度改革的结果，还是智慧城市建

设的成果？假设智慧城市建设与市域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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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智慧城市建

设又是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这

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 关于社会治理能力的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公共管理的一些弊端

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原有的组织机构体系难以

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寻求新的理念突破[2]。随

着治理理念被人们普遍接受，众多学者开始研究

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并

探讨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3−4]。也有不少学者从人文视角、法治

视角、体制视角、技术视角，开展了推进政府社

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措施的探究。如人文视角

的研究认为，要以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管理部

门，充分挖掘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力量，形

成高效、互相监督的公共管理机构[5]；法治视角

的研究认为，法制化是推进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主要手段[6]；体制视角的研究认为，只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才能完成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7]；技

术视角的研究认为，大数据等技术的嵌入能够更

加精准地探寻治理规则和社会运行规律，从而提

升治理效能[8]。在这些研究中，已初步涉及到智

慧城市对社会治理能力的影响[9]。 

(二) 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 

近年来，学界就如何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做了

大量的研究，其主题主要集中在具体技术、体制

机制和应用领域三个方面。从具体技术来看，传

感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通信网络是

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技术[10]；另外，结合空间技

术的数字地图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在智慧城市

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1]。在参与机制方面，

Cowley 等[12]在考察英国六市智慧城市项目时发

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技术供应商、应用开

发商、规划人员、科研机构、社区组织等都已参

与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所有环节。在运行机制方

面，由于城市的演变与经济、社会、技术的发展

息息相关，所以智慧城市运行需要建立将技术、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13]。从应用领域

来看，具体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 [14-15]。 

更多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文献是探讨其在

某个具体领域的应用，例如，智慧旅游[16]、智慧

交通[17]、智慧医疗[18]等。还有文献讨论了智慧城

市建设在抽象领域的应用问题，如其对城市创 

新[19]、绿色发展[20]、高质量发展[21]、社会治理[22]

的影响等。大体说来，学界既往的研究，是将智

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治理能力产生的效应放置在

抽象层面来分析考察的。 

(三) 关于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关系

研究 

国内外直接研究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能力

关系的文献不多。早期的文献主要是从智慧城市

建设的技术视角来关注城市的社会治理，特别是

关注数字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有

学者指出，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政府运作的透

明度，有利于民众主动参与城市的社会治理，推

进城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进程[23]，而且数字化改

革还能增强政府的统筹协调的能力和风险防范

能力等，从而提高其市域社会治理能力[24]。在智

慧城市建设的研究中，学者或倡导将公民个人数

据的所有权、控制权、处置权或发布权归属给公

民个人[24]；或提出了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和社会治

理框架等建议[25]；或尝试构建“感知-理解-分

享”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模型，探索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路径以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26]。从现有

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赞同将智慧城市建设的

技术成果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依托智慧技术和制度创新赋能的深度融合，有序

推进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27]的发展路径。 

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早期的社

会治理主要是从组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理解，

很少从技术治理的视角来分析社会治理能力的提

升与完善。智慧城市建设使人们认识到技术的运

用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从而通过智慧

城市建设提升其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目前，无论

是从技术视角，还是从应用领域来探讨智慧城市

建设与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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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这一准

自然实验为契机，探究智慧城市建设是如何地提

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及其提升的效果如何。 

 

三、理论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并不只是简单地使用技术手

段来进行市域社会治理，而是在建设过程中，通

过运用信息处理、技术升级和资源配置等机制作

用于整个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使社会治理的主

体、客体、制度和方法互相协调，高效运行，从

而提升整个城市的社会治理能力。其运行过程如

图 1 所示。 

(一)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信息处理机制作用

于治理体系 

首先，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城市信息处理能

力。智慧城市建设是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而市域社会治理

主体(政府、企业、居民)正是通过这些技术及其

应用，大量搜集和科学处理社会治理客体(医疗、

交通、教育、环境、社保等)的各类信息，从而提

高了社会治理主体的信息收集能力、信息甄别能

力、信息分析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智慧城市建设拓宽了信

息收集的广度。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信息平台

综合处理各种信息，通过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获

取社会治理所涉及的人口、地理、社会部件和事

件等多方信息
②
。其二，智慧城市建设加快了信

息处理的速度。智慧城市信息平台对收集到的各

种信息进行人工智能处理，这比非智慧城市的信 

息处理速度要快，从而保证了信息传递与治理决

策的及时性。其三，智慧城市建设提高了信息处

理的精度。智慧城市的信息平台不但通过对收集

到的各类信息去伪存真、归纳分类，使信息趋于

完全与完备，而且通过科学的信息分析方法，提

高了信息处理的精度，从而做到精准决策、精准

治理，以消除社会治理在规划、咨询、决策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高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提升市域

社会治理能力。信息处理包括对信息的接收、存

储、转化、传递和发布等一系列活动，市域社会

治理的绝大部分工作都包括信息处理环节，如治

理主体和客体间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依据信息作

出分析和决策，执行中通过信息来干预等[28]。由

此可见，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市域

社会治理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融合，还能使治理

制度更加完善，治理方法更加科学。因此，智慧

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改进信息处理机制作用于市

域社会治理体系。 

(二)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促进机制作用

于治理体系 

首先，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提高城市整体的科

技水平。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在城市各个领域

的运用，来提升整个城市的创新能力[19]。其次，

技术创新可以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制度与技

术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两大基本支柱[29]，市域社会

治理同样如此，市域社会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体

系解决社会问题，而先进合适的技术运用，有利

于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图 1  智慧城市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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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与技术发展直接相关。

一是大数据等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搜集社会治理

客体的数据，对其进行评估与赋值，还可以对各

治理客体进行动态的监控与预测，增强治理决策

的科学性；二是“云治理”等模式的应用，有助

于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间

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三是信息和决策技术在

治理领域的开发和运用，会冲击人们的思维观

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等，有利于缩减

治理成本、增加治理的精准度和治理能效[30] 。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不但会对市域社会治理的主

体结构、客体结构、制度流程、技术标准等治理

体系层面造成深刻的影响，还会对市域社会治理

的投入产出和治理效率带来极大的改进。因此，

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技术促进机制来提升市

域社会治理能力。 

(三)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资源配置机制作用

于治理体系 

首先，智慧城市建设提高了市域资源配置效

率。一般而言，在社会总资源一定的条件下，资

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需要人才与技术等要

素的科学配比，而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有效提高各

要素的集聚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来说，

一是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可以

促进人才、知识和资本等要素的聚集，打破要素

原有的组合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共享、

互补和优化；二是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智能化技

术，构建一个综合的指挥系统，把远程监控、数

据回寄、智能分析、指挥调度等功能集成在一起，

可以降低资源配置和信息交流的成本，以实现跨

区域和多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其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使市域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从而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市

域社会治理是指城市范围内的政府、企业、居民

等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和沟通等方式，

依法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

化的过程。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下，市域社会资

源配置，是通过汲取外部资源和调配内部资源，

并形成内外资源有效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性不

仅会影响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运行结构，还会

影响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可

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来提升市域社会治理

能力。 

(四) 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指标体系构建与量

化测度 

为便于对“智慧城市建设是否能提升市域

社会治理能力”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解决市域

社会治理能力的量化测度问题。国内学者在此方

面已做了一些研究 [31]，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这些研究或只关注政府主体，忽略了企业和居民

在治理中的作用；或只侧重于社会治理的区域、

省域间的非均衡发展，而忽略了市域内的驱动因

素。本文在参考储德银[32]、李靖[30]等学者构建的

社会治理能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目前国家

“双碳”目标的要求增加了单位 GDP 碳排放等指

标，并从社会保障、环境、交通、医疗、教育、

科技等六个方面(15 个三级指标)来构建市域社会

治理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见表 1)。 

为避免数据存在异方差和指标无量纲化带

来的测量误差，本文尽量采用相对指标，将总量

指标换算成人均指标或者占 GDP 的比重，使指

标数值更加合理化。同时为保证方法的客观性和

可行性，选择了熵值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以

测算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指数。最终测算了全国

208个地级市及这些城市在2005－2020年的市域

社会治理能力指数，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各指标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 2。 

 

四、实证检验 

 

(一) 模型设计与数据处理 

2012 年我国开始了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此

后又于 2013 年和 2014 年设立了第二批和第三批

智慧城市。为检验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提升市域社

会治理能力，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看成是一

次准自然实验，将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的

试点城市同时加入模型，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

(DID)，对试点城市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检验。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地级市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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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科 

技 

每万人图书馆藏书量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年末总人口(万) X1 +

每万人专利申请量 当年专利申请量/年末总人口(万) X2 +

科技支出占比 科技支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100% X3 +

教 

育 

每百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年末总人口(万) X4 +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100% X5 +

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数 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X6 +

环 

境 

单位 GDP 碳排放 碳排放总量/GDP X7 −

PM2.5 PM2.5 均值 X8 −

交 

通 

每万人实有道路面积 实有道路面积/年末总人口(万) X9 +

每万人实有公共汽车数量 实有公共汽车数量/年末总人口(万) X10 +

医 

疗 

每万人医生数 医生数/年末总人口(万) X11 +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医院床位数/年末总人口(万) X12 +

社 

保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占比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年末总人口(万)*100% X13 +

失业保险参保占比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年末总人口(万)*100% X14 +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占比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年末总人口(万)*100% X15 +

 

表 2  社会治理能力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 

 (1) (2) (3) (4) (5)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编码 3 328 145.55 85.42 1 285 

年份 3 328 2 012.5 4.61 2 005 2 020

X1 3 328 5.219 7.207 0.129 91.613

X2 3 328 9.588 21.508 0.015 306.483

X3 3 328 0.017 0.016 0.001 0.207

X4 3 328 1.465 2.049 0 14.435

X5 3 328 0.322 0.331 0.025 4.711

X6 3 328 6.57 12.83 0 93 

X7 3 328 0.568 2.251 0.024 89.248

X8 3 328 44.504 18.941 11.614 108.526

X9 3 328 4.106 5.059 0.138 79.968

X10 3 328 2.895 3.828 0.079 56.647

X11 3 328 20.489 10.704 1.206 98.332

X12 3 328 38.902 17.296 2.572 130.824

X13 3 328 0.18 0.169 0.001 1,573

X14 3 328 0.101 0.115 0.002 1.155

X15 3 328 0.199 0.212 0.006 4.588

 

数据，将试点地区中县和区一级的数据从样本中

删除。同时为了样本的一致性，若试点地区不是

整个城市，只是选中某个城市中的一个或几个片

区，则不放入本研究的实证样本中。最后，本文

选取了我国 208 个地级市 2005 年至 2020 年的面

板数据进行回归。 

在模型设计时，根据 DID 模型设立的基本步

骤，构建了两个虚拟变量。处理组与控制组的虚

拟变量为 treati，如果某城市在住建部的三批试点

政策名单内，则列入处理组，treati＝1，反之为 0；

时间虚拟变量为 periodit，将某城市在成为智慧城

市试点之前设置为 0，反之为 1，未能成为试点

城市的一直为 0，用 didit表示政策虚拟变量和时

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基于多期 DID 方法，设计

计量模型如下： 
 

0 1
1

y
n

it it j it i i it
i

did control v  


      ＝  

 
模型里，Yij是被解释变量，即表示城市 i 第

j 年的社会治理能力，并用各城市在不同年份的

综合测度评分值表示；didit 是虚拟变量，表示城

市 i 是否进入智慧城市建设期；controlit是控制变

量，μi 是个体固定效应，vi 是年份固定效应，εit

是模型随机误差项。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在参考了学者

王东旭[33]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市域社会

治理能力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执政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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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并在这几个因素中选取控制变量。在控制

变量的代理指标选择方面，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础，

会对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

参考吴绍洪等的研究[34]的基础上，选取城市年平

均气温来表示自然环境，用人均 GDP(元)表示经

济发展水平。本文将学历划分为 4 组，大专及以

下学历为 1，本科学历(包含自考本科)为 2，硕士

研究生学历(包括在职研究生，MBA，MPA)为 3，

博士研究生学历(包括在职博士研究生)为 4；在参

考 Donald.C[35]、于文轩[36]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用

市委书记的年龄(岁)和市委书记的学历表示政府

执政能力。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

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数量为统计口径，因此，

本文用常住人口数量(百万人)表示城市规模；为

控制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的影响，本文参考王林辉[37]的相关研究，用进出

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为保

持数据一致性，在进行回归时，对人均 GDP、年

平均气温、市委书记年龄和学历取对数。 

上述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政府工作报告等。其中，部分城市在某些年份的

数据有缺失，在通过网络逐个检索后仍无法获得

缺失数据的情况下，将缺失值采用近年平均值或

插值法补齐，最后得到 208 个城市 2005 年至 2020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以上变量的名称和计算方法

详见表 3，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 

(二) 基准回归及结果分析 

本文在进行基准回归前进行了平行趋势检

验(见图 2)和修正的豪斯曼检验
③
。图 2 的统计结

果说明，回归数据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同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豪斯曼检验。最

终，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表 5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是两个核

心变量在固定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的回归

结果。由结果可知，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社会治 

 

表 3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城市社会治理能力 y 熵值法计算得出 

核心解释变量 智慧城市虚拟变量 did 虚拟变量(0,1) 

控制变量 

自然环境 Z1 年平均气温对数 

对外开放程度 Z2 进出口总额/GDP 

城市规模 Z3 常住人口数取对数 

经济发展水平 Z4 人均 GDP 取对数 

政府执政能力 
市委书记年龄 Z5 历任市委书记当年实际年龄取对数 

市委书记学历 Z6 历任市委书记学历取对数 

 

表 4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社会治理能力 Y 3 328 12.089 10.545 2.3245 74.387 

智慧城市虚拟变量 did 3 328 0.224 0.417 0 1 

日照时数对数 Z1 3 328 7.577 0.210 6.927 8.033 

进出口总额/GDP Z2 3 328 0.161 0.338 0 8.134 

常住人口对数 Z3 3 328 5.779 0.711 2.914 8.074 

人均 GDP 对数 Z4 3 328 10.315 0.744 7.78 12.450 

市委书记年龄对数 Z5 3 328 3.976 0.069 3.738 4.248 

市委书记学历对数 Z6 3 328 1.067 0.258 0 1.386 



政治与社会研究           楚尔鸣，唐茜雅：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机制研究——来自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145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1) (2) 

变量名 score score 

did 1.270*** 1.02*** 

 (0.144) (0.142) 

Z1  −3.125*** 

  (0.816) 

Z2  −0.844*** 

  (0.190) 

Z3  4.25*** 

  (0.0.412) 

Z4  0.381*** 

  (0.216) 

Z5  0.155 

  (0.680) 

Z6  0.264*** 

  (0.174) 

2006.year 0.956*** 0.837*** 

 (0.229) (0.206) 

…… …… …… 

Constant 10.68*** 12.069 

 (0.162) (7.839) 

样本量 3 328 3 328 

截面数 208 20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下同 

 

理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2)是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六个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交

叉项的估计系数为 1.02，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的智慧城市

建设在平均意义上提升了 102%的社会治理能力。 

从控制变量来看，平均气温这一变量系数为

负，是因为在筛选样本时，一部分平均气温极低

的城市由于不符合本文的样本选取条件已被剔

除，而在进入模型的城市中，平均气温较低的城

市，实际上为全国范围内气温适中的城市，其综

合自然条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出口总

额占 GDP 比重这一指标系数也为负数，说明样

本期内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增长的速

度与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呈负相关，因此扩

大内需，激发国内市场才是我国“双循环”发展

新格局的重中之重。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都能显著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

力。市委书记年龄是不显著的，而学历显著为正，

在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飞速发展的今天，学历或

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领导人的管理水平，进而有

可能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 

(三) 稳健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1.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未知因素对试点城市选择的影

响，确保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由智慧城市建设

引起的，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见图 3。解

释变量的核密度分布图显示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治理能力的影响与其

他未知因素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2. 基于 PSM-DID 的稳健性检验 

为克服智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变动趋势存 
 

 

图 3  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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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系统性差异，降低多期 DID 模型的估计偏

误，本文进一步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

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表 6 的检验结果表明，

在利用 PSM-DID 方法之后，试点的智慧城市建

设依然显著提高了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此估计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研

究结论，即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市域社会治

理能力。 

 

表 6  PSM-DID 回归检验结果 

 (1) (2) 

变量名 score score 

did 1.259*** 1.023*** 

 (0.388) (0.337) 

控制变量  √ 

时间固定效应 √ √ 

样本量 3 269 3 269 

截面数 206 206 

 

3. 内生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虽然双重差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内

生性问题，但鉴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选

择不是随机的，所以还是有可能引发选择性偏差

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照张佑

林等[38]的做法，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

两期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

看出在对控制变量做滞后处理的基础上，智慧城

市的建设仍然对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有显著的提

升作用，由此验证了本文模型和实证结果的稳 

健性。 

 

表 7  滞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1) (2) 

变量名 score score 

 一期 二期 

did 0.997*** 0.973*** 

 (0.151) (0.147) 

控制变量 √ √ 

时间固定效应 √ √ 

样本量 3 120 2 912 

截面数 208 208 

4. 机制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在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中提出智慧城市

建设是通过信息处置机制、技术促进机制、资源

配置机制三个方面来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

为检验这三个影响机制是否符合现实，在此借鉴

Baron and Kenny[39]的方法检验这三个机制的现

实存在性。模型的具体设计如下： 
 

ij 1 1

2 2

3 3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Y X Z

M X Z

Y X M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中介变量示意图为： 

 

 

图 4  中介效应机制检验图 

 

(2)式中 M 是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信息处理、

技术促进和资源配置机制，α、β、δ、γ为回归系

数，所代表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 2，为固定

效应，其余与(1)式相同。 

为合理确定中介机制的数值代理变量，本文

采用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年末就业人口比重

表示信息处理机制，即占比越高，信息处理能力

越高，处理信息会更加全面和准确；借鉴孙军和

高彦彦[40]的研究，用每万人专利获得数来代表技

术促进机制，获得的专利越多，表示技术创新和

新技术运用能力越强；借鉴陆铭[41]的相关研究，

用二、三产业产值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值表示

资源配置机制，这一比值越高，表示城市建设与

发展的土地利用越充分，资源配置能力越强。三

个中间变量预期符号皆为正。各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8。 

对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 9，模型(1)(2)为

信息处理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3)(4)为技术

促进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5)(6)为资源配置

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鉴于前文表 5 方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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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年就业人口*100% 3 328 1.23 0.857 0.046 11.871 

二、三产业产值/建成区面积 3 328 5.895 12.836 0 175.426 

每万人专利获得数 3 328 13.58 8.027 0.551 59.701 

 

表 9  三大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系数 
信息服务业占比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 二、三产业产值/建成区面积 

(1) (2)  (3) (4) (5) (6) 

β 0.096** 
(0.0373) 

  
2.35*** 
(0.468) 

 
5.758*** 
(0.249) 

 

δ  
0.160*** 
(0.0684) 

  
0.0926*** 
(0.0052) 

 
0.054*** 
(0.009) 

γ  
0.101*** 
(0.142) 

  
0.804*** 
(0.136) 

 
1.196*** 
(0.131) 

控制变量 √ √  √ √ √ √ 

样本量 3 328 3 328  3 328 3 328 3 328 3 328 

截面数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已经对 α进行分析，是符合中介检验机制结果的，

表 9 不再赘述。 

从表 10 的回归结果来看，β、δ、γ的数值符

号与显著性基本与预期的结果相一致。这一结果

充分说明了智慧城市建设是通过信息处理机制、

技术促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来提高市域社会治

理能力，前文所述的三个理论机制得到证实。 

5. 异质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高市域

社会治理能力，促进市级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但对于不同的城市而言，这种促进效

应是否一致呢？为继续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本文

分别从城市规模、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

等方面，分析检验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市域社会治

理能力的异质性。 

一是不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规模不同的城

市拥有的创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信

息产业集聚能力也不相同，因此，智慧城市建设

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程度也应存在差异。为

检验这种异质性，本文参照何凌云和马青山[42]

的研究，将样本城市分为成中小型城市、大型城

市和特大型城市
④
。从表 10 的(1)(2)(3)的实证结

果来看，模型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但中小型城市

系数不显著，特大型城市系数大于大型城市，这

说明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对

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表 10  城市规模异质性 

变量 

城市规模划分 A 

中小型 大型 特大型 

(1) (2) (3) 

did 
0.652 

(1.1824) 

0.471*** 

(0.165) 

0.969*** 

(0.256) 

控制变量 √ √ √ 

样本量 143 2 315 870 

截面数 13 154 63 

 

二是不同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的异质性。对外

开放程度的差异性会导致不同城市综合利用国

内外资源的能力不同，过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利

于国内外治理经验的交流，但过度依赖国外市场

也不利于国内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创新与发展。因

此，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智慧城市建设对

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影响效果也会存在差异。为

验证这一差异，本文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

值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并对该指标取四分位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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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归。结果见表 11，模型(1)(2)(3)(4)分别为

0−25%、25%−50%、50%−75%、75%−100%四个

分位段的回归结果。从表 11 的结果来看，对外

开放程度过高，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治理能力的

提高不明显，而在 25%−50%、50%−75%这两个

分位段，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市域社会治理

能力，且系数比其他两个段位都大，这说明各城

市应该监控好进出口总额额度，过高或过低都不

利于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所有，既不能“闭

关锁国”，也不能过度依赖国外市场。 

 

表 11  对外开放程度异质性 

 (1) (2) (3) (4) 

变量名 y y y y 

did 0.368 0.599*** 0.748*** 0.131

 (0.381) (0.228) (0.248) (0.397)

控制变量 √ √ √ √ 

样本量 832 832 832 832 

截面数 103 134 131 85 

 

三是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一般

而言，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技术水平和

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越高，由前文机制分析可

知，这部分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市域社会治

理能力的效果会更好。为检验这种效应的存在

性，本文用人均 GDP 来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并对该指标取四分位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12，

模型 (1)(2)(3)(4)分别为 0−25%、 25%−50%、

50%−75%、75%−100%四个分位段的回归结果。

从表 13 的结果可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

其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治理能力的提升存在异

质性，在经济欠发达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不利 

 

表 12  人均 GDP 异质性 

 (1) (2) (3) (4) 

变量名 y y y y 

did −1.108*** −0.203 0.015 2.03***

 (0.424) (0.239) (0.335) (0.457)

控制变量 √ √ √ √ 

样本量 832 832 832 832 

截面数 171 191 191 120 

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这是由于智慧城市建设

要求的投入较大，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智慧

城市建设，可能会挤出原有的社会治理投入，导

致治理效果下降；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回归系数

更大且十分显著，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

升作用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5—2020 年我国 208 个城市的

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智慧城

市建设对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 

如下： 

其一，无论是当期数据回归还是滞后一期、

二期数据回归，基准回归结果都表明，智慧城市

建设可以显著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其二，中

介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信息处

理机制、技术促进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来提升市

域社会治理能力；其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如

果城市的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影响效

果也会不同。 

为夯实市域社会治理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特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在市域社

会治理中的应用。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是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各城市推进技

术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二，深化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行的体制机制

改革。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是通过信息的收集与处

理、技术的创新与运用、资源的动员与配置来提

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而有效强化这三大传导

机制功能的关键，在于优化传导机制背后的体制

机制。因此，必须通过标准化、法制化、秩序化

的途径，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信息、

技术与资源的综合推进作用。 

第三，不同城市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

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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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在不同城市之间具有异质

性，因此各城市必须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社会

治理现状等因地制宜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第四，充分认识与有效防范智慧城市建设可

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可以促进

技术创新与运用，但新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在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的同时，应当制定信息安全

标准、防控策略和保障方案，加快建立健全信息

安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严格设置信息收集、

处理和使用权限等，不断促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 

 

注释： 

 

① 数 据 来 源 ： https://guba.eastmoney.com/news,600601, 

181352347.html. 

② 网格化管理中的城市社会治理被简化成部件(公共设施)

和事件(社会事件)两大类。 

③ “由于版面有限，此处检验结果不列出来，如需要查看，

请联系作者”。 

④ 根据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

准的通知》中的最新标准划定，将样本城市分成中小型

城市(常住人口 100 万人以下)、大型城市(常住人口 100

万人以上 500 万人以下)和特大型城市(常住人口 500 万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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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study on how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can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social governance ability: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ese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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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national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pilot project and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ability index of the ci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panel 

data of 2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5 to 2020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ulti-phase DID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can boost the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city. Compared 

with non-pilot cities, pilot cities can improve the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by 102% on average.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mproves mu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city 

mainly throug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chanism,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chanism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pilot cities with large population, g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 level of opening up.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smart city, dredging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paying atten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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